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０４ ２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３

作者简介：李骏（１９９０—　 ），男，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企业战略；
刘洪伟（１９６６—　 ），男，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企业战略；万君宝（１９６４—　 ），男，湖
北荆门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战略、领导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２７２２２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ＢＧＬ０７２）；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３３）

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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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市场的有效竞争，
也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制造业８３０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
了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低息贷款对于全样本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项政策工具只在非国有企业中显示出
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另外，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研究发现，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该强
调竞争，倾向于高竞争态势行业的产业政策更能提高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在行业内部，产业政
策则应该强调公平，政策资源在行业内部的分配越均衡则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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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１７０５年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和１７９１年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中对于产业政策观点

的交锋到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浪潮的轮替①，产业政策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近期，面对金融危
机的冲击，以产业政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手段再次受到了关注，但同时也招致诸多批评，甚至被揶揄
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１］。尽管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之声随着实施范围的扩大而高涨，但不可否
认的是，产业政策仍然被视为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抓手和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关键着力
点。因此，产业政策是否能促进产业发展和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为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批评与反批评中，产业政策研究主要关注“有效性”的问题［２］。但是，随着协
调外部性与信息外部性观点近年来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产业政策的失败不在于
政府的干预，而在于政府错误地干预［３］。基于此，Ｒｏｄｒｉｋ［４］指出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应该转向如何
设计、管理产业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即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对此，幼稚产业保护
理论认为政府应当对存在较大产业关联度且潜力巨大的新兴产业采取过渡性保护和扶持政策。而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为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国内经济的增长，一国必须制定遵循本国比较优势的产
业发展战略，即目标产业政策应该指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然而，以往文献主要从政府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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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考虑政策的实施路径，而较少关注市场环境对政策的反应。动态有序的竞争是一个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关键条件，也是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和市场运转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综合考虑市场与
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互补性力量，或许是探索最优产业政策施政选择的一个有效途径。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已有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国别之间的
案例分析，量化分析文献相对较少，而且在为数不多的量化分析文献中，其样本多采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从而导致目前基于经验数据对金融危机期间产业政策的细致研究
相对较少［５］，因此，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分析探讨了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弥补当前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不足。其次，由于目前学
界已广泛接受“产业政策的失败不在于政府的干预，而在于政府错误地干预”的观点，因此，本文从市
场与政府在指导经济增长上的互补性角度，证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内生于
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兼容性的，并进一步探讨如何确保政策部门沿着正确的方向，制定合意
有效的产业政策。最后，本文在变量选取上进行了相对改进。目前产业政策的度量主要依赖政府补
助与税收优惠两个变量［６ ８］，这两者皆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金融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
工具，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加入了低息贷款政策，从而使产业政策的度量更加全面。

二、文献综述
（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产业政策主要指通过干预产业或部门之间以及产业与部门内部的组织之间的资源分配，以达到

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非经济目标的政策［９］。其干预措施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低息贷款与
关税保护，以及行政审批与行业准入等。虽然金融危机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激烈交
锋，但是目前国内关于金融危机期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的评价却寥寥无几［５］。

关于产业政策的生产率效应评价，最早的实证研究应该来自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ｕｎｃｅｒ［１０］，他们在深入
细致地整理了土耳其六十年代的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发现，相比那些接受产业政策照顾的行业和企
业，那些没有受到政策照顾而是自力更生的行业和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反而更高。随后Ｂ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１］以１９５５—１９９０年的日本工业各行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其结果基本支持了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ｎｄ
Ｔｕｎｃｅｒ［１０］的研究结论。欧盟的农业补贴政策是目前产业政策研究的一个典型对象，Ｂｒü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ｙ［１２］认为欧盟成员国的补贴信贷项目负向影响了德国的产业生产率，而且同样的负向效应也出现
在希腊［１３］，以及西班牙［１４］等国家。

然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１５］却认为市场中的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是无法避免的，也是造成市场
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政府实施干预措施，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可能造成的经济危机。Ｃａｔａ
ｌａｎ［１６］则通过对阿根廷、西班牙和韩国１９４０—１９８７年的汽车制造业案例的比较分析后发现，这三个
国家在初期为汽车产业制订了相类似的政策措施：限制进口国外成品车、外国技术国产化和发展民
族品牌。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出现了分歧，阿根廷和西班牙解除了对汽车行
业的控制。这些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汽车行业整体盈利空间的急剧恶化，本土汽车制造商被迫
倒闭。而对于具体的产业政策工具的影响，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１７］通过印尼的制造业调查数据，发现降
低进口关税能提高生产率，随后Ｎａｔａｒａｊ［１８］、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ａｎｄ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１９］验证并支持了这一结果。
Ｈｕａｎｇ［２０］通过对台湾制造业税收优惠的分析，发现税收优惠能够正向促进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的增长。任曙明等［２１］通过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政府补助的调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完全抵消了融资
约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政府补助的平滑机制促进了装备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平稳持续增长。

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它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由
此内生出来的最优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及其他一系列结构，从而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存在差异。而
且，随着各界对政府职能与市场运转的动态边界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政府干预的空间也逐渐明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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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干预失败的概率也相应降低。故而，以某一次产业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来探讨产业政策的“好坏”
往往有失偏颇，不同产业政策工具与不同现实环境的交互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对各
国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情境下实施的产业政策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估存在其必要性。

（二）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
鉴于现实中产业政策案例的成败参半，以及人们对协调外部性与信息外部性观点的广泛认同，

更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由“要不要实施产业政策”转向“如何正确地实施产业政策”。正如Ｒｏ
ｄｒｉｋ［２２］所言，对产业政策的分析需要关注的不仅是产出，更应关注政策实施过程的正确性。

其中，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典型的产业政策的施政选择问题，它主张政府支持具有潜在的知识
溢出但边际学习成本递减的行业。当该行业处于适度规模的初创时期时，虽然竞争力较弱但潜力巨
大，如果给予一定时期的保护，就会提升该行业的竞争力［２３ ２４］。而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５］则认为规模经济也是
产生竞争优势的一个途径，它通过规模的扩大产生低成本效应，使得行业的壁垒增高，从而形成市场
中的寡头现象。因此，政府若对某一行业采取保护性措施或者其他扶持性政策，促使其在市场中一
家独大，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造就其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另外，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ｍａｎ［２６］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产业政策应该促进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７］
也有类似的观点，即适当的政策设计（如技术密集型导向）能影响经济增长。

在已有关于产业政策实施路径的文献中，目标产业均隐含着一个潜在因素———竞争态势。基于
行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可将幼稚型产业、研发密集型抑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归属为生命周期的前中期，
这个时期的行业存在较多的企业进入与退出，行业环境较不稳定，市场处于较高的竞争态势。而
Ｋｒｕｇｍａｎ［２５］认为的规模经济行业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则往往属于后期，这个时期的行业进入和退
出的成本高昂，行业格局基本稳定，市场处于低竞争态势。因此，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可能是影响产业
政策实施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此，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本文认为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充分的市场竞
争能够形成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引导资源禀赋向要素生产效率高的产业集中，实现社
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最大化［２８］。而政府干预则是以有限的资源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
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其中产业
政策是干预手段之一［２９］，适当的产业政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由于市场的
短暂“失灵”引起的恐慌情绪，维持“有序竞争”的基础［１］，降低社会成本。因此，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
的协调存在基础和可能性，两者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互相依存与互为补充的关系，产业政策正确的
施政路径应该在市场“完全自治”与政府“完全嵌入”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位置。

三、样本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为研究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探索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

的互补性，本文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ＴＦＰｉｔ ＝ β０ ＋ β１Ｔａｘｉｔ ＋ β２Ｓｕｂｉｔ ＋ β３Ｌｏａｎｉｔ ＋ β４Ｚｉｔ ＋ εｉｔ （１）

ＴＦＰｉｔ ＝ β０ ＋ β１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β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ｔ ＋ β３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ｔ ＋ β４Ｚｉ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ＴＦＰ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Ｐｏｌｉｃｙ为产业政策变量，它包括税收优惠（Ｔａｘ）、政府补助（Ｓｕｂ）

与低息贷款（Ｌｏａｎ）三项政策指标，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为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而Ｚ则代表一组控制变量，β
为第ｋ项要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ε为随机干扰项。各类下标如ｉ、ｔ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二）变量定义与说明
１． 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文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ＤＥＡ数据包络分析法、ＯＰ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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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法等参数半参数方法。首先，索洛余值法的估算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如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假设及
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与现实经济活动存在差距；其次，本文的样本来源于中国上市企业，导致价值增
加值、中间投入等ＯＰ、ＬＰ方法所需的数据无法获悉。相比之下，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法具有
如下优点：首先，在ＴＦＰ的计算方法中，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在文献中使用更为普遍，方法也更加成
熟，可靠性更高；其次，在中国这个特殊情境下，由于诸多数据的不可得性与数据质量的难以控制，造
成实证结果的偏差，这一直为众多研究者所诟病，而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可以看作是对样本进行了一阶差
分，消除了同方向上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法，并借鉴舒锐［７］的方法以
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员工数量作为企业投入，以该企业的年销售额作为产出，通过ＤＥＡ分解得到
ＴＦＰ增长率，文中以ＴＦＰｃｈ表示。
２． 产业政策
通过对产业政策不同衡量方法的梳理，我们将其大致归为三类：第一，以税收优惠、政府补助等

政策工具来度量产业政策，如Ｂｅ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１］、王文等［６］、黄先海等［２］。第二种衡量方法为“产业政
策偏度”，是以某产业的要素投入中政府投入的比重除以所有行业中政府投入的比重作为度量标准
的，如陈瑾玫［３０］等，但产业政策偏度公式中的要素投入也是依据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数据计算得出
的，因此该方法也可视为属于第一种方法的范畴。第三种衡量方法为“词频法”，查阅某一行业在国
家政策文件中出现的次数，并以此作为衡量某一产业受国家重视的程度，或者查阅国家政策文件对
行业支持的不同表述，如用“大力发展”“发展”“调整”等词汇来衡量行业受国家重视的程度，如宋
凌云和王贤斌［３１］、黎文靖和郑曼妮［８］等。

然而，产业政策是一个范畴较大的概念，各类产业政策不胜枚举，查阅词频难以覆盖所有的政
策文件。而且政策文件只是政府追求某类产业发展的意图的显示，其政策的落实仍然需要切实的
资金投入，包括税收、补贴、贷款等方面的支持。因此本文在综合考虑以上三种产业政策的衡量方
式的基础上，借鉴Ｂｅａ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１］的做法，以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与低息贷款三项政策工具来衡量
产业政策变量：（１）税收优惠（Ｔａｘ）　 本文首先计算企业实际所得税率（ＥＴＲ），然后将一般企业所
得税税率２５％减去ＥＴＲ可得到企业优惠的税率②。（２）政府补助（Ｓｕｂ）　 政府补助以“政府补助／
总资产”来衡量，其中政府补助数据来源于年报中“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科目。（３）低息贷
款（Ｌｏａｎ）　 本文借鉴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２］的做法，以利息支出与流动负债之比来衡量企业的贷款利率。
并将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减去各企业的贷款利率，其差值越大，说明该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较同行
业中其他企业而言更低。
３． 行业竞争强度
在现有文献中，常用的衡量竞争强度的工具主要包括反映市场集中度方面的指标，如赫芬达尔

指数ＨＨＩ［３３］、行业集中度ＣＲｎ［３４］等，以及反映行业竞争结果的指标，如勒纳指数［３５］、行业利润
率［３６ ３７］等。由于企业年报中没有披露企业边际成本的数据，造成勒纳指数在度量上比较困难。另
外，考虑到非上市公司也会参与市场竞争，以赫芬达尔指数来度量行业竞争态势可能会造成变量上
的“选择性偏差”，难以准确反映真实的行业竞争强度。而Ｎｉｃｋｅｌｌ［３８］认为主营业务利润率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反映企业的“垄断租金”，其利润率越高，垄断程度越高，因此，本文在综合以上因素的基础
上，借鉴陈志斌等［３６］和沈坤荣等［３７］的做法，选择行业利润率作为行业竞争强度的度量指标。行业利
润率越高，意味着行业集中程度越高，市场竞争态势越弱，反之亦然。为方便对结果的解释，本文将１
减去行业利润率定义为行业的竞争强度（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４．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文献对产业政策的研究［２，３１，３９］，本文将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率（Ｌｏａ）、净资产报酬率

（Ｒｏｅ）和企业规模（Ｓｉｚｅ）变量，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净值（Ａｓｓｅｔ）和出口交货值（Ｅｘｐｏｒｔ）变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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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Ｔｉｍｅ）和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的虚拟变量作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
（三）数据与样本
文中行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源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在行业的分

类方面，虽然已有文献［６，４０］存在使用四位码将制造业行业划分为４８２个子行业的先例，但是该类文
献均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其原始样本量高达七十六万之余，足以覆盖如此详细的行业分
类。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量无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相比。过于详细的行业分
类，可能会导致某些细分行业的样本量过少，甚至空缺，反而无法得到更有意义的结论。而且本文选
择制造业二位码对样本对象进行分类，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标准恰好契合。因
此，本文借鉴杨汝岱［４１］、曲癑等［４２］学者的做法以行业二位码为标准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分类。

文中企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源自ＷＩＮＤ数据库以及通过企业年报进行的手工整理。文章首先依
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标准，筛选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剔
除：（１）剔除研究期间被冠以“ＳＴ”或者“ＳＴ”的上市公司；（２）剔除相关财务报表指标明显异常的公
司，如资产负债率大于１或者小于０的公司；（３）剔除关键数据如“利息支出”严重缺失的公司。由于
部分行业中（如烟草制造业、皮革、羽毛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
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原本上市企业数量稀缺，加之上述原因对原始样本数据的剔除从
而导致部分行业样本数量过低。从而后文在进行ＣＲ４指标的估计时可能存在样本数量不具有代表
性的问题，因此，作者借鉴袁堂军［４３］的做法将样本中上市公司数量少于１０家的行业剔除。最后本
文的最终样本保留了制造业分类目录中的１７个制造业行业，时间跨度为五年，共计８３０家中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于行业分组的产业政策分析

表１　 行业分组的中国产业政策与增长率
行业 所得税率

（％）
政府补助
（万元）

贷款利率
（％）

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食品制造业 ０． ０７４ ２ ２５９． ２５６ ０． ０３４ １． ０６４
饮料制造业 ０． １８７ １ ７０１． ４７５ ０． ０１８ １． ００４
纺织业 ０． ４９０ １ ８９７． ２２４ ０． ０３２ １． ００３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 １３２ ２ １２９． ８１５ ０． ０１６ １． ０３１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 １８８ ３ ３０５． ７１９ ０． ０６９ １． １０７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 ０２３ ２ ２０７． ０７８ ０． ０４３ １． ０８１
医药制造业 ０． １２４ １ ４４９． ４１１ ０． ０３４ １． １４２
橡胶制品业 ０． ２２８ １ ２７７． ２０２ ０． ０４３ １． １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１０８ ５ １２３． ７５２ ０． ０４１ １． １８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１５０ ２ ５９０． ４３４ ０． ０４２ １． ２２５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 １７５ ２ ７２１． ９９０ ０． ０５０ １． １１６
金属制品业 ０． １６５ １ ７８１． ５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９５１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３６ ２ ５５１． ９９５ ０． ０２３ １． １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０９２ ２ ８６７． ９０６ ０． ０２３ １． ２０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１０ ７ ４９７． ９７１ ０． ０２６ １． ０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０． １１２ ３ ５５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８ １． ２１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３９ ３ １９８． ０８３ ０． ０３０ １． ０５６

　 　 表１列出了１７个制造业部门，
其中包含了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和
全要素生产率③的数据，受篇幅限
制，表中数据均为各部门五年平均
数。第１列显示的是按照各部门的
二位码划分的１７个制造业部门，随
后分别是实际所得税率、政府补助、
贷款利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表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增长率方面表现差的行业往往成为
资源分配的赢家。如化学原料制造
业得到大量的税收优惠，服装也成
为政府补助和低息贷款的“宠儿”，
而这些行业在生产率增长方面的表
现却差强人意。对此可能的解释
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政府
为了防止由于某个行业崩溃而引发
经济动乱，从而使得部分传统产业获得不错的政策倾斜。

另外，跨部门的政策工具的应用并非系统化。如饮料行业虽然获得低息贷款，但是在税收优惠
与政府补助方面却不占优势。非金属矿物行业，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但却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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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高额的利息。正如Ｓａｘｏｎｈｏｕｓｅ［４４］所说，这种缺乏连贯性的产业政策将导致简单的资源转化，
而没有出现明确的赢家。

（二）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
表２　 产业政策的竞争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模型１
（全样本）

模型２
（国企）

模型３
（非国企）

Ｌ． ｔｆｐ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０． ０９７ ９
（－ ９． ４９）

－ ０． ０６４ ０
（－ ５． ０９）

－ ０． １４９
（－ １１． １２）

Ｔａｘ ０． ０１１ ５
（０． １１）

－ ０． １０３
（－ ０． ７２）

０． ３８２
（２． ０６）

Ｓｕｂ ０． ０００ ０３２ ０
（０． 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７ ５
（－ ０． ５７）

０． ０００ ０１８ ４
（１． ８２）

Ｌｏａｎ ０． ７５９
（２． ３４）

０． ９９４
（５． １１）

０． ５３９
（２． ２４）

Ｌｏａ ０． ００１ ３８
（３． ２０）

０． ０００ ４８３
（０． ６９）

－ ０． ０００ ４５２
（－ ０． ９７）

Ｒｏｅ ０． ０００ ０１７ ８
（１． 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６
（０． １０）

－０．００１ ６７
（－ ４． ９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 ０２９ ６
（６． ２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３７
（１． 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４０ ０
（５． ３５）

Ａｓｓｅｔ －０．０００ ０４４ ９
（－ １． ７１）

０． ０００ １３４
（３． 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２ ２
（－ ２． ７５）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０ ０２２ ４
（１３． 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３ ２
（９． 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 １
（１０． 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ｉｍ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Ｒ（２） － １． ７４１ ５

（０． １８１ ６）
－ １． ６６７ ９
（０． １９５ ３）

－ １． ４５９ ９
（０． １４４ ３）

Ｓａｒｇａｎ ４１０． ７５７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３． ９９５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８． ７５３ ９
（０． ０００ ０）

＿ｃｏｎｓ ０． ８６２ ０． ８５８
（１２． ９３）

１． ０５５
（１９． １６）

Ｎｕｂｓ ２ ９９５ １ ２８８ １ ７９１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值，表示ｐ ＜ ０． １，表示ｐ ＜
０． ０５，表示ｐ ＜ ０． ０１

考虑到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
会由于遗漏变量造成一定的内生性，本文借助
于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ｖｅｒ［４５］、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４６］
等发展的系统ＧＭＭ方法，同时采用二阶序列
相关检验ＡＲ（２）和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两种检
验方法，以确保系统ＧＭＭ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模型１检验产业政策的三个政策工具（税
收优惠、政府补助与低息贷款）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低息贷款在５％的水平
上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β１ ＝ ０． ７５９，ｐ ＝ ０． ０１９）。税收优惠与政府
补助则没有通过对生产率增长指数的显著性
检验，这一结论与Ｇｕｅｌｌｅｃ ｅｔ ａｌ． ［４７］和邵敏、包
群［４８］的结论较吻合。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相
比于更具市场倾向的贷款政策，税收优惠与政
府补助还是具有计划经济的部分色彩，政策的
暗箱操作空间更大，“寻租”的机会也越大，这
可能是导致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两项政策手
段与低息贷款工具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果
不同的原因之一。

另外，在中国情境下，企业性质是影响产
业政策目标导向的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根
据２０１２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信息估算，约七
成的政府补助流向国有企业④。而模型１的样
本并没有对此进行区分，这可能会造成估计偏误，因此，本文随后根据企业性质将原样本分为国有企
业与非国有企业两个样本，其回归结果如模型２和模型３所示。在模型２中，产业政策的三个政策
工具，唯有低息贷款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向联系（β３ ＝ ０． ９９４，ｐ ＝ ０． ００），而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两
项则与生产率负相关，而且没有通过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税收优
惠与政府补助两项“输血”途径难以对平均意义上的企业生产率水平具有正向提升作用，反而产生抑
制效应，这可能正是邵敏和包群［４８］所描述的国内大量企业“为补贴而寻补贴”的逆现象。模型３的
结果显示，税收优惠（β１ ＝ ０ ３８２，ｐ ＝ ０． ０４）、政府补助（β２ ＝ ０． ０００ ０１８ ４，ｐ ＝ ０． ０６９）与低息贷款（β３ ＝
０． ５３９，ｐ ＝ ０． ０２６）三项产业政策工具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且显著的影响，结果说明，产业政策
的支持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
企业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其一，资源禀赋的差异。国有企业在面临财务困境时，将会收到政
府给予的额外资助、税收减免以及其他的补偿金，造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４９ ５０］，缺乏提升企业生
产率的动力。而非国有企业常遭受资源匮乏与融资困难的困扰，政府的支持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民营企业的资源约束。另外，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才使得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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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能有效地将资源转化为产出。其二，制度的逻辑差异。国有企业以政府为主导的逻辑使国有企
业和地方政府均有动机进行双向寻租［５１］，并且由于国有企业的政治联系，在获取资源方面更为便
利，从而导致路径依赖，国有企业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维持政治关联而并非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其全
要素生产率。而非国有企业以市场为主导的逻辑迫使其唯有不断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才能避免被
市场淘汰。因此，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自身资源基础的差异和嵌入于复杂制度情境中产生的制
度逻辑差异的存在，使得他们各自有着明显不同的特质与动机，进而影响了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效
应差异。

（三）产业政策的路径选择
表３　 行业层面的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Ｔａｘ ０． ０７３ ３
（０． ６７）

－ １． １８６
（－ ０． ９３）

Ｓｕｂ 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３０
（０． ６７）

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６９
（１． ９０）

Ｌｏａｎ ０． ９３５
（４． ９６）

１． ６７８
（３． ８６）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０． ０２９ ２
（－ ５． ５９）

－ ０． ０８３
（－ ３． ２２）

Ｔａｘ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１． ４１５
（１． ００）

Ｓｕｂ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３
（２． ２１）

Ｌｏａｎ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０． ８６０
（５． ４０）

Ｌｏａ － ０． ０００ ２２５
（－ ０． ６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６）

Ｒｏｅ －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７３
（－ ０． ０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８８
（０． ０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６
（０． ０９）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５
（０． １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７３
（０． ４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７４
（０． ４２）

Ａｓｓｅｔ － ０． ０００ ０９９ ５
（－ ３． １５）

－ 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９
（－ １． ６９）

－ ０． ０００ ０６１ ９
（－ １． ７７）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２
（８． ２９）

０． ０００ ０２１ ８
（６． ５３）

０． ０００ ０２２ ２
（６． ６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ｉｍ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 ０４７

（２９． １９）
１． ２０６
（２２． ９４）

１． １９９
（１７． ６７）

Ｒ２ ０． ０２６ ９ ０． ０４８ ８ ０． ０５０ ４
Ｎｕｂｓ ３ ４８１ ３ ２５９ ３ ２５９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值，表示ｐ ＜０． １，表示ｐ ＜０． ０５，表示
ｐ ＜０． ０１

　 　 １． 行业层面的产业政策路径选
择问题

随着信息外部性与协调外部性
的存在而导致市场失灵的观点成为
国际新共识［３］，学者们逐渐将关注点
从产业政策的必要性研究转向产业
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而对于产业
政策的实施路径选择问题，本文借鉴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３２］的“竞争友好型产业
政策（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的思路，以行业竞争强度为
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研究市场竞争
与政府干预的兼容性对生产率的影
响效应。因此，表３中的行业竞争强
度与产业政策工具的交互项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内容之一，它反映了产业政策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与企业所在行
业的市场竞争强度存在密切联系。

为验证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
互补作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本文采取分层回归的固定效应模
型。首先，模型４结果显示的是控制
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
中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率（Ｌｏａ）、净
资产报酬率（Ｒｏｅ）和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均没有显示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影响，而行业层面的固定资产净值（Ａｓｓｅｔ）负向显著影响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β４ ＝ － ０． ０００ ０９９ ５，ｐ ＝ ０ ００２），出口交货值（Ｅｘｐｏｒｔ）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β５ ＝ 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２，ｐ ＝ ０． ０００），这与张杰等［３９］关于出口企业能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
促进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相一致。其次，模型５加入了产业政策的三个实施工具（税收优
惠、政府补助和低息贷款）以及市场竞争的变量，结果显示低息贷款和市场竞争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
率（β３ ＝ ０． ９３５，ｐ ＝ ０． ０００；β４ ＝ － ０． ０２９ ２，ｐ ＝ ０． ０００），意味着贷款越优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越快；行业利润率越低，市场竞争强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后，在检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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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竞争强度的交互项影响时，为减少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按照Ａｉｋｅｎ
ｅｔ ａｌ． ［５２］的做法，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然后把经过中心化处理后的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其结果显示税收优惠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的系数为β ＝ １． ４１５，但是未能通过
１０％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政府补助和低息贷款两项政策工具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则显著正向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β２ ＝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３，ｐ ＝ ０． ０２３；β３ ＝ ０． ８６０，ｐ ＝ ０． ０００），这意味着当政府补
助和低息贷款两项产业政策工具向市场竞争强度激烈的行业倾斜时，将会激励企业更高程度地提升
企业生产率。
２． 行业内部的产业政策路径选择问题
为了进一步反映产业政策对目标产业内的企业应该以更“公平”的方式还是更“偏心”的方式施

行，本文采用各政策变量在行业内不同企业间的离散程度作为产业政策公平性的代理变量。考虑到
上市公司只代表行业内少数企业，赫芬达尔指数可能并不适用，但是上市公司基本可认为是行业中
的代表性企业，具有规模大、前景好和强有力的市场地位等特征，因此，本文采用行业中主营业务收
入前４名的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ＣＲ４）来表示该行业的市场竞争态势。为方便对计量结果的解释，
本文将政府补助在ｔ期对ｊ行业的公平性定义为Ｓｕｂ＿ｅｑｕｉｔｙｊｔ ＝ １ － ＣＲ４ ｊｔ。如果政府补助的ｅｑｕｉｔｙ指数
较高，说明政府补助在行业内分布集中程度越低，补贴政策越公平，相反，当政府补助的ｅｑｕｉｔｙ指数越
低时，则说明补贴政策在行业内越不公平。然后，本文对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做了类似的处理，得到
税收优惠与低息贷款的ｅｑｕｉｔｙ指数，记做Ｔａｘ＿ｅｑｕｉｔｙｊｔ和Ｌｏａｎ＿ｅｑｕｉｔｙｊｔ。

表４　 行业内部的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Ｔａｘ － ０． ０１７ ７
（－ ０． １７）

Ｔａｘ＿ ｅｑｕ ０． ３１１
（１３． ４２）

Ｓｕｂ 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２
（１． ６０）

Ｓｕｂ＿ｅｑｕ ０． １４５
（４． ８１）

Ｌｏａｎ ０． ８４８
（４． ６５）

Ｌｏａｎ＿ｅｑｕ － ３． ０２０
（－ １０． １２）

Ｌｏａ － ０．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 ３８）

－ ０． ０００ ０４４ １
（－ ０． １０）

－ ０． ０００ １５１
（－ ０． ４２）

Ｒｏｅ －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４８
（－ ０． ０４）

－ 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８３
（－ ０． ０８）

－ 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４
（－ ０． ０６）

Ｓｉｚｅ －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１
（－ ０． １５）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７５
（０． ４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０
（０． １３）

Ａｓｓｅｔ － ０． ０００ ２８８
（－ ８． ５３）

－ ０． ０００ １５５
（－ ４． ４９）

－ ０． ０００ １０３
（－ ３． ３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００ ０４５ ７
（１３． ４８）

０． ０００ ０２８ ２
（８． ５４）

０． ０００ ０３２ ６
（１０． 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控制 控制 控制
Ｔｉｍ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 ２４１

（３０． ０５）
１． ０９０
（２７． ７５）

０． ９０６
（２４． ０１）

Ｒ２ ０． ０８８ ５ ０． ０３６ ２ ０． ０７１ ６
Ｎｕｂｓ ３ ４８１ ３ ２６０ ３ ４７９

　 　 注：括号内为ｔ统计值，表示ｐ ＜ ０． １，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ｐ ＜ ０． ０１

行业内的产业政策的公平性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结果如表４
所示，在这个回归结果中，本文主要关
注的三个变量分别是Ｔａｘ＿ｅｑｕｉｔｙ、
Ｓｕｂ＿ｅｑｕｉｔｙ和Ｌｏａｎ＿ｅｑｕｉｔｙ。模型７显示
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在行业内分配的公
平性的影响的估计结果，税收优惠在行
业内的离散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
呈现显著的正向联系（β１ ＝ ０． ３１１，ｐ ＝
０． ０００），说明税收优惠政策在行业内的
资源分配越倾向于公平，则越有利于促
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样，模型８
的结果表示政府补助的ｅｑｕｉｔｙ指数与全
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正相关（β２ ＝
０ １４５，ｐ ＝ ０． ０００），即政府补助在行业
内的分配越倾向于公平，越有利于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这符合本文理论部分的
预期结果：在行业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
总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产业政策
能将资源平均地导向行业内符合条件
的企业，而不是被少数企业俘获，将促
进更多潜在企业进入行业从而促进企业
间竞争，企业生产率就有望接近以社会
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获得提升。而模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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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显示，低息贷款的ｅｑｕｉｔｙ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且消极的关系（β３ ＝ － ３ ０２０，
ｐ ＝ ０ ０００），这意味着低息贷款在行业内的不公平程度反而增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此
可能的解释为，金融资源的价格代表了行业内的平均融资能力，而实际融资能力高的企业一般具有
较好的资源配置状态和较高的生产率，从而高融资能力的企业反而不及低融资能力企业的融资积极
性，导致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普遍存在于政策性金融市场，大量低于实际金融价格对应的融资能力
的企业获得倾斜的资源配置，降低了获得低息贷款的企业样本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五、总结与结论
虽然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实施，但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细致研究并提出科学合理的产业

政策实施路径的文献相对稀少［５］。另外，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产业政
策的依赖性积重难返。因此，在中国的特殊情境下，研究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探索产业
政策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政策是资源对某一个部门的倾斜。因此，在中国的情境下，各种管制与审
批政策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着重关注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
低息贷款三种政策工具。通过对不同行业的政策措施的横向比较，我们发现资源并没有和预期的那
样完全流向效率高的部门。而且产业政策的应用也并非系统化，如某些部门可能享受了较低的税
收，但却被迫承担了较高的贷款利率。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的产业政策工具在面对不同的干预对象时，其效果存在差异。其中，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低息贷款政策正向显著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则
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产生影响。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三项产业政策工具均显著正向影响全要素
生产率。其次，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路径问题，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该更倾
斜于高竞争态势的行业。市场竞争强度越高，资源利用的效率越高，政府为该行业提供政策支持与
服务越能显著提高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在同一个行业内部，产业政策对于各企业的资源分配
趋于公平会增强该行业的竞争强度，进而提升行业生产率。结果显示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两项政策
所引导的资源在行业内越分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重点支持行业环境处于高竞争态势的产业。在这样的行业中，
信息交流比垄断行业更为充分，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且由于企业数量较多并存在竞争的关系，企业
间难以达成合谋以对抗政府管制，因此，政府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得到实施。而且高竞争态势的行业
往往处于行业的成长发展期，门槛较低而前景较大，企业普遍具备前沿的技术水平以及潜在的创新
能力。此时，政府扶持该行业的创新行为可以有效地分担企业的创新成本，降低企业创新的负外部
性，提高行业的创新激励，激发整个行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水平。因此，注重对高竞争态势行业的
政策倾斜，不但能提升中国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能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极强的辐射带动
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虽然产业政策最优施政模式的选择至
关重要，但或许并不存在产业政策有效施政的唯一最优模式，有效与否取决于政策工具与约束条件
的有效组合。简言之，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强调“选行业，不选企业”“不患寡而患不均”。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产业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项重要手段在中国仍然具
有可实施空间。目前，中国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前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带
来的问题逐步凸显，若此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断崖式下滑。从国际经验来
看，产业政策也一直是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如Ｒｏｄｒｉｋ［４］所言，产业政策已死的言
论明显夸大其词，产业政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一直存在，而且在各种国际准则的约束下仍有很大的
发挥空间。因此，也许在全球经济完全复苏后，政府可以适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可预见的未
来，产业政策仍然有它存在的基础，但其前提是产业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不能削弱市场中的竞争。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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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将“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才能真
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注释：
①西方的孟德维尔在１７０５年的《蜜蜂的寓言》中也曾提出人的贪婪可以达到好的公共利益，其中便暗含对政府不干
预的肯定。汉密尔顿于１７９１年在《制造业报告》中指出市场机制缺乏对创新产业和创新投资的激励，从而该思路
为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三波浪潮分别为：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这三波
浪潮分别展现了对“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与观点。

② ２００８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２５％。
③由于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从而，其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并不能直接代表该行业的
生产率，因此，本文以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作为投入要素，以行业总产值作为产出要素，利用
ＤＥＡ分解得到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④统计数据来源于网易财经：ｈｔｔｐ：／ ／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３ ／ ０５０９ ／ ０６ ／ ８ＵＤＮ３Ｏ１Ｎ００２５３Ｂ０Ｈ．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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